附录
1 理论模型与机制分析（机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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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条件均衡机制分析图
2 变量说明
2.1 被解释变量：企业ESG表现
企业ESG表现（ESG），以企业当年的华证ESG评分来衡量。尽管ESG理念已经得到资本市场与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但目前ESG数据的主要来源依然是第三方评级机构，如商道融绿、Bloomberg和华证等。综合考虑ESG数据的覆盖范围与社会认可度，参考方先明和胡丁（2023）、李增福和陈嘉滢（2023）的研究做法，本文选取华证ESG综合得分来衡量企业ESG表现，该指标越大说明企业ESG表现越好。此外，本文对该指标除以100旨在增强可读性以及避免量纲的影响（谭劲松等，2022）。
2.2 解释变量：人工智能技术
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水平（AII），以企业当年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加1取对数）衡量。现有研究主要以企业年报中与智能化相关的词频变量来反映企业智能化水平（温素彬等，2022），企业年报的策略性文本披露降低了该测度方法的准确性；此外，也有不少文献借助行业工业机器人数据来间接测度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水平（Acemoglu和Restrepo，2020；王永钦和董雯，2020），但该间接识别策略有可能会产生偏误。
鉴于此，本文借鉴任英华等（2023）的研究思路，具体测算方法如下：第一，结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2023）》（简称参照关系表）中的国际专利分类号，利用Python软件对上市公司申请专利的IPC分类号进行匹配。第二，对参照关系表中的关键词概述进行文本分析后人工精细化筛选得到73个种子词，随后我们基于上市公司申请专利的文本语料库采用Word Embedding的机器学习方法对种子词进行扩充，最后人工精细化筛选后得到252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关键词，以上述关键词对企业专利文本信息进行再识别。结合上述两种方法互为补充，本文较为全面地考虑了上市公司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专利。
2.3 控制变量的定义与选取依据
出于对企业ESG表现影响因素的考虑，本文选取了一系列基于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控制变量。首先，根据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的资源禀赋和能力影响其ESG表现，因此我们控制了以下与资源相关的变量：（1）企业规模（Size），本文以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规模较大的企业通常拥有更多资源和能力来实施复杂的ESG项目，主要体现在ESG数据的可得性方面（Drempetic等，2020）。（2）企业资本密度（Fix），本文以企业人均固定资产衡量。该指标反映企业的资本结构，高资本密度的生产活动更多依赖自然资源，这使得环境治理成本更具复杂性，进而对其ESG实践形成挑战。
其次，根据优序融资理论，企业的资金结构与其对ESG项目的投入具有密切关系，因此本文控制了以下变量：（3）资产回报率（Roa），本文以企业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度量。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通常拥有更多内部资金用于投资ESG项目，减少了对外部融资的依赖和潜在风险，从而提升其ESG表现（D'Amato和Falivena，2020）。（4）企业杠杆（Lev），本文以企业总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衡量。杠杆率刻画了企业举债经营的能力，但由于债务人权益优先原则，高杠杆率可能限制企业在ESG项目上的支出。
最后，企业的特征和治理结构对其ESG表现有重要影响，尤其是企业治理和管理层特性。因此，本文控制了以下变量：（5）企业年龄（Age），利用当年年份与企业上市年份的差值加1取自然对数来表示。企业年龄影响其在行业中的经验和声誉，进而影响其ESG策略的实施（D'Amato和Falivena，2020）。（6）企业成长性（Growth），处于高速成长阶段的企业更关注业务扩张和市场份额增长，可能会忽略对ESG的长期投入，进而影响其ESG表现。（7）股权结构（Top1），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度量。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中，控股股东对ESG变现的影响更为显著（Gillan等，2021）。（8）董事会独立性（Indep），以独立董事人数占比表示。独立董事的存在能够提供客观监督，确保企业决策符合股东权益，尤其在长期可持续发展方面（De Villiers等，2011）。（9）两职合一（Dual），若总经理和董事长为同一人则赋值为1，反之为0。由于总经理负责生产运营，具有两职合一特性的企业更关注财务绩效，而可能忽视社会责任（Webb，2004）。（10）董事会规模（Board），采用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反映。大型董事会倾向于共情利益相关者的担忧，并更倾向于参与社会和环境实践（Chams和García-Blandón，2019）。
3 内生性问题处理
3.1 工具变量估计法
考虑到可能存在逆向因果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即ESG表现越好的企业，越容易利用该ESG优势来缓解融资约束、增强风险承担，进而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方先明和胡丁，2023）。为此，本文通过构建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面板2SLS估计以缓解该潜在内生性问题。首先，参考步晓宁等（2019）、曹希广和邓敏（2024）的研究思路，本文使用明朝驿站（Ming_YZ）构建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变量，其合理性在于明朝驿站作为古代交通信息枢纽，其选址不仅与现代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存在相关性，更培育了地区包容开放性思想进而促使技术创新，因此对地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存在积极影响；同时，明朝驿站作为间隔几百年的历史数据，难以对现代企业ESG表现水平产生直接影响，这表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假设。其次，由于明朝驿站数量是非时变的截面数据，借鉴姚加权等（2024）的方法，本文进一步采用滞后一期的美国工业机器人渗透（Robots）与其交乘，用以补充时序性进而构建面板工具变量（Ming_YZ×Robots）。
[bookmark: _Hlk179486613][bookmark: _Hlk179486535]而选择滞后一期的美国工业机器人渗透基于以下考虑：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长期存在竞争与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促进了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美国作为全球技术创新的领先国，其工业机器人应用发展水平代表了工业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前沿，对中国企业的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可能产生溢出效应。相关文献（Liu和Wang，2003；Keller，2010）表明，国际间的技术扩散和溢出效应是技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美国的技术进步会通过跨国供应链、技术交流和市场竞争等途径对中国企业产生间接影响。因此，美国工业机器人渗透的变化能够间接反映全球技术前沿的动态，并可能对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产生影响（王永钦和董雯，2020；盛丹和卜文超，2022；董直庆等，2023；陈明生等，2024）。然而，美国工业机器人的渗透与中国上市公司ESG表现之间并没有展现出较强的直接关联，因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而非直接作用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环境绩效。基于此，表1的列（1）和列（2）汇报了基于上述面板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不难看出，在工具变量的适用性检验中，综合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Cragg-Donald Wald F和Kleibergen-Paap Wald rk F统计量可知，该工具变量的选取不存在不可识别问题和弱工具变量问题。进一步地，根据列（2）呈现出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可知，Ming_YZ×Robots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本文在处理完上述逆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人工智能技术仍然能够提升企业ESG表现。
3.2 双重差分估计检验（DID）
为了进一步缓解人工智能技术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照沈坤荣等（2023）的研究方法，基于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中关于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的通知（下称智能制造政策），通过构建双重差分估计模型用以识别人工智能与企业ESG之间的因果关系。智能制造政策由中央制定，同时从提出到通过的间隔时间较短，因此可视为企业的外部冲击（Wen和Zhao，2021）。具体模型如下：
			（1）
智能制造政策中明确指出，要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等十个重点行业的智能化转型；同时，中国证监会披露了共计169家存续“智能制造2025”概念股企业。因此，本文设置实验分组虚拟变量，若上市公司所属行业为智能制造政策中提及的重点行业，或本身属于“智能制造2025”概念股企业，则取值为1，否则为0；此外，依据该政策实施年份设置分期虚拟变量，并对政策实施当年及之后（2015年及以后）的赋值为1，其余年份则赋值为0。然后，构建智能制造政策变量，即交乘项，其估计系数捕捉了智能政策推行对企业ESG表现的净效应，若显著为正，表明随着智能制造政策的实施，智能制造企业的ESG表现水平也在逐步提升，即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显著改善企业ESG表现。在回归之前，本文先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见图2），此后表1的列（3）汇报了双重差分估计的结果，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意味着在排除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人工智能技术依旧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
表1 内生性问题处理结果
	
	（1）
	（2）
	（3）
	（4）
	（5）
	（6）

	
	工具变量法
	智能制造政策DID
	1:2最近邻匹配
	核半径匹配
	Heckman两步法

	
	AII
	ESG
	ESG
	ESG
	ESG
	ESG

	AII
	
	0.0409***
	
	0.0019**
	0.0020***
	0.0012***

	
	
	(0.0126)
	
	(0.0009)
	(0.0008)
	(0.0004)

	Ming_YZ×Robots
	0.0020***
	
	
	
	
	

	
	(0.0004)
	
	
	
	
	

	Smart_Manu
	
	
	0.0043***
	
	
	

	
	
	
	(0.0010)
	
	
	

	IMR
	
	
	
	
	
	0.0412***

	
	
	
	
	
	
	(0.004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年份、企业
	年份、企业
	年份、企业
	年份、企业
	年份、企业

	K-P rk LM统计量
	34.88***
	
	
	
	

	C-D Wald F值
	40.39
	
	
	
	

	K-P Wald rk F值
	30.16
	
	
	
	

	观测值
	25,105
	25,105
	25,309
	18,869
	25,275
	25,301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值为稳健标准误，如无特殊说明以下各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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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平行趋势检验
3.3 倾向得分匹配法
鉴于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并非随机决策，很大程度上会受企业内部研发水平、管理需求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共同影响，这容易导致样本自选择偏误进而引发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对样本采取倾向得分匹配处理，以期缓解该潜在内生性问题，并分离得到人工智能技术提升企业ESG表现的净效应。具体而言，本文以是否拥有人工智能专利为依据，将样本划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并以上文中提及的所有控制变量为特征协变量，采用1:2最邻近匹配方法进行匹配。选择1:2最近邻匹配方法的合理性在于，其能较好平衡观测样本和匹配精度之间的关系[footnoteRef:1]。平衡性检验结果表明，匹配后所有特征协变量的偏差均未超过5%，t检验显示处理组和控制组基本在10%水平下无显著差异，这意味着样本匹配效果较好。进一步地，对匹配后样本重新进行估计，结果如表1的列（4）所示，AII的回归系数依旧显著为正。此外，为了弥补1:2最近邻匹配方法导致匹配精度损失，本文还采用了核匹配的方法重新进行检验，该方法是通过核函数计算权重，并根据实验组个体和对照组个体距离赋予权重，进而保证整体匹配精度。由表1列（5）的回归结果进一步佐证了在排除潜在自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后，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1:  当选择1:1最邻近匹配方法时，匹配精度上升但导致大量样本被舍弃，极大程度上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3.4 Heckman两步法
关注到上市公司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差异较大（方差大于均值），或许会导致样本选择偏误问题。为了进一步消除由该问题引致的内生性，本文采用Heckman两步法重新进行估计。首先，通过第一步估计选择probit模型来估计每个观察出现在样本中的概率，并生成逆米尔斯比率（IMR）。然后在第二步中将IMR作为独立变量引入基准回归模型，借以修正任何潜在的选择偏误。由表1的列（6）所示，IMR的显著性表明模型有效地调整了样本选择偏误，从而使得核心解释变量（AII）的系数更可信地反映了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ESG表现的真实影响，即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正向关系，该结论依旧证明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3.5 安慰剂检验
为了克服部分非观测因素（如地域特征）的干扰，本文采用安慰剂检验法排除可能的非观测地域因素对本文估计结果的影响。首先，对同一年度不同城市中企业人工智能专利的数量进行随机打乱，重新生成核心解释变量。该随机分配的特点是可以使得大部分企业获得一个该年度其他城市企业的人工智能技术水平，既保持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在时间上的平均变化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城市科技进步与企业ESG表现的联系。然后，将随机分配后的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ESG表现重新进行回归检验，并重复500次后观察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分布图（图3），结果显示本文基本结论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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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安慰剂检验结果
4 稳健性检验
4.1 更换核心变量的衡量方式
首先，综合考虑ESG评级体系之间的联系与分歧，借鉴学界主流衡量方法，本文分别采用Bloomberg ESG、华证ESG评级，替换本文基准回归中所使用的衡量指标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其次，本文运用文本分析法，利用Python爬取2011-2021年全部A股上市企业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中关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关键词，并将关键词词频占比用以衡量企业当年ESG表现水平，同样对基准回归中的被解释变量进行替换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2的列（1）至列（3）所示，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系数依旧显著为正，表明本文基准结果在不同评价体系下始终保持稳健。此外，本文还采用企业人工智能专利授权数（AII_sq）替代申请数，以及构建是否拥有人工智能专利的虚拟变量（AII_dummy）两种方式重新衡量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用以替换基准回归中的相应指标并进行稳健性检验。表2的列（4）和列（5）结果显示，结论与前文保持一致。
表2 更替核心变量测度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5）

	
	彭博ESG
	华证评级
	ESG词频
	ESG
	ESG

	AII
	0.2797***
	0.0340***
	0.0364***
	
	

	
	(0.0676)
	(0.0077)
	(0.0073)
	
	

	AII_sq
	
	
	
	0.0028***
	

	
	
	
	
	(0.0008)
	

	AII_dummy
	
	
	
	
	0.0019***

	
	
	
	
	
	(0.0008)

	Constant
	-6.9956**
	-0.6786**
	-2.5486***
	0.4597***
	0.4583***

	
	(3.2997)
	(0.3458)
	(0.3373)
	(0.0195)
	(0.019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年份、企业
	年份、企业
	年份、企业
	年份、企业
	年份、企业

	观测值
	9,139
	25,309
	24,855
	25,309
	25,309

	Adj. R2
	0.7636
	0.5960
	0.7459
	0.5495
	0.5493


4.2 其他稳健性检验
（1）剔除直辖市样本
考虑到直辖市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和政策扶持等各方面均存在显著优势，因此属地位于直辖市的企业样本或许会诱致基准回归结果产生偏误。基于此，本文剔除属地位于四大直辖市的企业样本，并重新进行基准回归估计。如表3的列（1）所示，在经过如上处理之后，人工智能技术对于企业ESG表现的估计系数依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人工智能技术提升企业ESG表现的结论稳健。
（2）行业层面聚类标准误调整
考虑到同一行业内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存在示范效应，即率先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并取得成绩的企业会成为示范，其他企业会跟随模仿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从而导致不同企业的随机扰动项存在行业层面上的相关性。为此，本文调整标准误聚类到行业层面，重新进行基准回归估计，结果如表3的列（2）所示，表明本文结论依旧稳健。
（3）控制“省份-行业-年份”交互的固定效应
为了控制行业和省份层面随时间变化的各种经济因素和政策冲击影响，即尽可能地避免宏观时变因素的遗漏问题。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引入“行业-年份”交互的固定效应和“省份-年份”交互的固定效应。重新估计的结果见表3的列（3）和列（4），表明在经过如上处理之后，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本文结论保持稳健。
表3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剔除直辖市
	聚类到行业
	控制行业-年份
	控制省份-年份

	AII
	0.0017***
	0.0020**
	0.0012***
	0.0013***

	
	(0.0005)
	(0.0009)
	(0.0004)
	(0.0004)

	Constant
	0.4631***
	0.4661***
	0.4513***
	0.4468***

	
	(0.0222)
	(0.0309)
	(0.0204)
	(0.020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年份、企业
	年份、企业
	企业、
行业×年份
	企业、
行业×年份、
省份×年份

	观测值
	20,386
	25,309
	25,309
	25,309

	Adj. R2
	0.5473
	0.5497
	0.5606
	0.5648


5 媒体ESG舆情指标说明
具体地，我们从百度新闻中爬取了150余万份与上市公司有关的ESG新闻，并基于机器学习方法对其进行情感分析分类，最终得到企业ESG新闻情绪净值（esg_senti）、正面ESG新闻情绪（pos_news）、中性ESG新闻情绪（neu_news）和负面ESG新闻情绪（neg_news）等四个指标进行拓展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正面、中性和负面的ESG新闻情绪是采用三者的新闻报道数量进行度量，因此这三个指标不仅包含了ESG新闻报道的情绪倾向，也包含了其信息含量，三者的综合即能代表企业ESG新闻情绪总值。但考虑到新闻报道数量极大程度上会受到企业个体差异的影响（张宗新和吴钊颖，2021），例如大规模国企或是重污染企业受到的媒体关注会偏多，因此本文进一步利用ESG新闻情绪均值得分来度量企业ESG新闻情绪净值，进而排除信息含量因个体差异影响造成的干扰，深入考察企业ESG新闻情绪对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其ESG表现过程的具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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